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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遗忘的古典经济学家思想 

 

土地与资本的混淆 

    对地租所征收的税无法转嫁，这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定理，至少可以追溯到约翰·洛

克(John Locke, 1692）。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1776 年，杜尔哥(Turgot)被解除财

政部长职位），法国重农学派就认识到了这一定理。当时，他们力图改革法国的高压税

制但以失败告终。上述定理系由如下事实推得：土地既无生产成本，也无供给成本。因

此，地租是可供君主享有的免费盈余，是维持一个好政府运作的天然收入。此外，约翰·洛

克还提出了一切税收皆来自地租的命题。重农学派深刻理解并接受了这一命题；从亚

当·斯密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税负归宿理论（税负会转嫁到生产要素报酬的超边际盈余上），

都可找到这一命题的影响。 

因此，作为公共收入的地租和税收，自经济理论的产生起就联系密切。土地和税收

的故事，始于对土地重要性的感知：土地是一种本质上免费的生产要素，土地价格（即

租金）的作用仅仅是使土地配置到最佳和最高价值用途上，而不是将它创造出来。这与

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不同。劳动和资本的要素回报（工资和利润）有两个经济功能，

即刺激要素供给，并把要素供给分配到生产率最高的地方。相比之下，地租可以配置土

地；但地租并没有创造土地。正如亚当·斯密（1776）所见，就财政收入或税收政策而

言，这个区别至关重要。杰姆斯·斯图亚特·穆勒（James Stuart Mill）和约翰·斯图亚特·穆

勒（John Stuart Mill）父子等人，包括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912），都继承了斯密

这一观点。 

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与古典经济学家背道而驰。尽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90-1920）2和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 1921)
3等经济学大师

提出了警告，实物资本（厂房、机器设备、房屋等）与土地仍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混为一

谈。这种混淆是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 1893）和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 

1946/1951）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二人与亨利·乔治（1912）的立场截然相反。尤其

是克拉克，显然，他试图把伪伦理的观点（即投资于土地上的报酬，应与投资在物质资

本上的报酬一样，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当作科学的观点（即土地与资本一样）。4这个

观点遭到马歇尔、庞巴维克和乔治在内的广大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因此，―新古典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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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实属用词不当，它是向―反古典主义‖回归，而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被抛弃了（参

见 Gaffney 和 Harrison, 1994）。 

古典经济学家知道，与资本不同，―土地乃天成‖（Miller，1848，卷 II，第二章）。

在古典经济学意义上，土地囊括了所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地段价值(site value)
5
, 以

及自然的其它馈赠，如水、矿物和电磁频谱。（知识产权与物质资源形式的私有财产有

很多共同之处。因此，当今一些学者将―知识产权‖视作―虚拟土地‖，但这混淆了法定垄

断与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源于天然的稀缺性，而不是人为的稀缺性）。按照古典主义对

土地一词的理解，土地具有垄断的特点。然而，土地资产虽是市场准入的关键，但它并

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垄断”，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Gaffney, 1994; Foldvary, 2008）。

相比之下，资本指的是所有的人为生产手段，如建筑物、机器和基础设施等。 

物质资本的供给可以增加，土地供给却不能。举例而言，假设一名企业家因生产了

称心的产品而赚取了超常利润。若法律没有规定垄断或者授权垄断，竞争者便会争夺市

场，制造品的供给量就会增加。由于竞争，超常利润会降到正常水平，直至市场饱和（即

达到亚当·斯密所说的―有效需求‖）。因此，在竞争市场上的利润最大化符合公众的利益，

因为它以最便宜的价格带来了充足的供给。 

若存在法定垄断或自然垄断，情况就大相径庭了。若土地的需求增加，土地供给仍

然保持不变（至少在土地利用规划严格时如此），土地的报酬（地租）和土地价格会上

涨。亚当·斯密据此认为，土地体现了由需求决定的垄断价格（因为没人能创造出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若其它土地不能取而代之（如稀有的葡萄园），土地就体现了特殊的垄

断价格。 

有人认为，计算机、机器等也是如此，因为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用到了石油、

稀土等资源。如果因为计算机、机器用到了稀缺资源，使其生产受到了限制或者导致其

价格较高，上述论断并不假。然而，这种限制是土地的稀缺性导致，而不是资本的稀缺

性造成的。垄断收益流向了土地所有者，而不是计算机制造商。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

说认为，特定产品的价格包含了地租，但地租并不是实际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地租的

作用是配置土地到最佳用途（如用稀土生产电脑），并将土地产生的经济盈余分配给土

地所有者。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盈余不一定非得支付给土地所有者才能创造出土

地（如稀土矿藏）。 

亚当·斯密采纳了重农主义的分析，他同意如下的观点：一切价格都转化成了生产产

品的生产要素的回报。在自由竞争下，任何生产要素获得的非均衡盈余，最终会通过竞

争消失。这样，一切价格都化成了地租、劳动工资或股票（物质资本）利润。对于税收，

一切税收都化作了对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大要素的收入征税。然而，资本和劳动力会

损耗消减、无法增殖、或是迁走。面对税负增加时不会逃离的公共收入基础只有一个

——土地。靠地租获得公共收入是个古老的想法。法国重农学派早已指出，地租是政府

支出的财政基础（法语是―impôt unique‖，即单一税——译者注）。亚当·斯密、约翰·斯图

亚特·穆勒、亨利·乔治以及其他古典主义学者承袭了通过按土地价值征税来获取地租的

思想。后来的经济学家，如 Harry Gunnison Brown、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

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马丁·费尔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 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都接受了对土地价值征税在理论上是

理想税种的观点。有趣的是，对土地价值课税，或是将地租收归公共用途，得到了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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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

伯爵和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曾说： 

―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一般平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像现在的

广州市，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

行政经费便有着落，便可整理地方……但是广州现在涨高的地价，都是归地主

私人所有，不是归公家所有。政府没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费用便不能不向一

般普通人民来抽种种杂捐；一般普通人民负担的杂捐太重，总是要纳税，所以

便很穷，所以中国的穷人便很多。这种穷人负担太重的缘故，就是由于政府抽

税不公道，地权不平均，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地价税完全实行，土地问题

可以解决，一般平民便没有这种痛苦。‖
6 

 

新思想 

古典经济理论家认识到，地租可以被课税或作为公共收入，不会像其它税种那样造

成无谓损失，因而是唯一有效率的税种。然而，当前新兴的观点是，土地价值应当被课

税或征作公共收入之用，目的是： 

（1） 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融资； 

（2） 防止储蓄用在投机于闲置土地，而未用于形成物质资本。 

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泡沫问题（更合适的描述是土地泡沫）以及如何处理房地产

泡沫，变得日渐引人关注。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试图用超低利率制度刺激经济，但是它

们发现，这是在为日益膨胀的泡沫融资。银行系统受到了泡沫价值的“绑架”，愈发岌

岌可危。（这个结果显而易见，因为土地价值是将地租按市场利率资本化——若利率永

久为零，土地价值便无限大——一些央行对此觉得意外，因此一些央行，如新西兰央行，

仍在尝试限制购房信贷）。 

 

地租的性质 

那么，什么是地租？地租的出现源于土地位置的差异，以及与边际土地比较而言的

土地使用强度或土地质量；在边际土地上，土地的收益恰能弥补成本（von Thuenen，1842；

Ricardo，1817）。如果土地非常稀少，以至于边际土地也能赚取租金（Damaschke，1916），

那么级差地租（differential rent）就变成了绝对地租。级差地租理论在诞生之初针对的是

农业用地，但是略作适当修改后也可用于任何类型的土地。级差地租的产生是因为种植

（就农业而言）或用途（就城市而言）有外延边际和内涵边际。市场进入或扩大土地供

应都不会消除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因此，二者具有半垄断的性质。这是亚当·斯密的洞

见，达马施克(Damaschke, 1923）继续发展了这一洞见。 

亚当·斯密注意到，历史上很多国家都靠地租筹集公共收入，而不是诉诸于其它税种。

事实上，这正是英国法律传统的基础，即税收不是君主的普通收入，而是普通民众献给

君主的超常―援助‖或―补贴‖。事实上，英文短语―房地产‖（real estate）源于―皇室地产‖

（royal estate）一词：英国法律的古训是，―国王应自给‖（the king should live off his own），

而不是向普通百姓征收捐税。1660 年，英国封建土地所有权被废除。此后，英国对普通

民众和商人的劳动或资本课征的税金越来越多。有趣的是，仍有一些国家，如海湾国家、

苏丹制下的文莱，很大程度上靠自然资源租金（石油收入）自筹资金，而使其它税种保

持低税率，从而鼓励资本形成，经济快速发展。类似地，香港的工资税率和利润税率较

低，一直是个颇具吸引力的避税天堂，原因就是它靠批租土地留存了土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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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 

相比之下，大多数西方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君主早就丧失了地租，强大、组织良好

的政治利益团体者已经将地租占为私有。因此，英国宗教改革、1688 年革命和圈地运动

的作用是：将实际的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从君主和农民那里转移到了贵族手中。杜

尔哥和重农学派曾希望，让拥有土地的贵族支付治理国家的费用；但是，1789 年法国大

革命并未实现这一愿望，反倒使大资产阶级更加殷实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当公共土

地已经售完后，类似的情况出现了——政府一劳永逸地卖掉了土地，损失了作为公共收

入的租金，它们只得开征税款，将一劳永逸卖地而损失的租金弥补回来。 

若土地的生产力提高或价值增加（例如，增加基础设施，在附近建立学校、大学或

医院——实际上，很难想象会有不增加土地价值的公共物品供给），就会产生成本或机

会成本。强大的私营部门获得了大部分利益，而缺乏组织的群体却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参

见 Tullock, 2005）。最缺乏组织的群体是整个社会。因此，与地租私有化相伴而生的是

土地投资者的损失——拥有土地的人获得了投资土地的人的成果，即土地所有者享受到

了公共投资的好处，但为此买单的却是使用者和纳税人。这里将举例说明，为何对劳动

和资本征税与经济租金的私有化相伴。 

假设杰克正在西方国家某大城市（如伦敦、慕尼黑、纽约和悉尼）寻找出租的公寓。

首先，他必须与其他求租房屋的申请者一道竞争，加入等候的长队。假设杰克捷足先登，

幸运地被选为租户。杰克必须支付高昂的房租给房东。例如，慕尼黑的房租或许是外围

城市同类公寓房租的五倍之多。杰克为何要支付如此昂贵的租金？是因为慕尼黑、伦敦、

纽约和悉尼的房子比小城市的房子配置更全，还是建筑质量更高？并非如此——相反，

郊区的房屋往往建筑质量更高，配置更齐全。是因为慕尼黑、悉尼或纽约的砂浆、钢材、

砖头和工人比外围城市更加昂贵么？若如此，业主就会从周边区域采购砂浆、钢材、砖

头和雇佣工人。不，杰克是在为好地段支付高价，而非其他。房东所收取的高额房租源

自高额地租，要想住在慕尼黑，就得付高地租。 

然而，谁或者什么“创造”了地租？是土地的所有者？还是说，支付的高额地租是

因为慕尼黑的地段很优越？诚然，在慕尼黑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色。但是，兴都

库什山脉的风景更令人着迷。悉尼、伦敦和纽约的水景也美不胜收。索马里、澳大利亚

西北、阿拉斯加的海岸风景同样引人入胜。那么，为何悉尼、伦敦、纽约和慕尼黑的地

租和地价要比索马里海岸、兴都库什山或阿拉斯加海岸高出许多呢？ 

悉尼、伦敦、纽约和慕尼黑社会治安良好，有运行良好的医疗卫生系统及其它基础

设施。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雇主、客户、员工和投入品供应商——多元化的工业、商

业和服务业全都聚集于此。如果你居住在慕尼黑，无论是作为工人还是雇主，无论在经

济、社会、文化还是教育方面，你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些优点之所以存在，并非源自某个土地所有者的个人努力，而是源自公众整体共

同的努力。因为这些公共的、共同的努力，杰克必须支付高地租——但他只向私人房东

支付地租，而不是向公众支付地租。不过，任何地段的私人房东都没法把几百万名雇主、

工人、消费者或供应商构成的市场放在租户的家门口——房东对土地的公共价值并无贡

献——亚当·斯密、亨利·乔治、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这一事实。 

现在，进一步假设杰克有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领到了工资，必须支付工资税。杰

克时不时会去购物，但每一笔交易都需要缴纳增值税（相当于对工资又课征额外的税）。

在许多西方国家，工资税和增值税是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何使用税收收入？大部分收入花在公共物品上，如基础设施、治安、教育、健康

等——所有这些都是房东土地价值增加的驱动因素。哪怕是当前的支出，如养老金给付，



也会增加养老金领取者对房东可出租住所的有效需求。7
 

因此，幸运杰克其实并没有那么幸运，他付了两次钱；一方面，他直接把地租付给

了房东；另一方面，他向国家缴纳了工资税，间接为房东土地市值的增加买了单。杰克

的房东永远是受益人，且无需做任何事情。 

这个例子说明，对劳动和资本课税，而不是对地租或土地价值课税，会造成公共物

品融资和经济租金脱钩。谁从公共支出受益、谁就应为之付款的做法是有效的——但受

益人并不一定是直接使用者。因此，公路或特快列车轨道的开通会增加土地的价值，它

们带给房东的好处经常要多于乘坐火车或驾驶卡车的人。后者只能获得资本和劳动的正

常回报。土地租金也可被理解成总收入扣除劳动和资本成本后的社会盈余（Harrison，

2006）——事实上，若重申重农学派的观点，就是：工资和利润不是真正的长期盈余收

入，地租才是真正、唯一的净国民收入。亚当·斯密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观点。 

按照亨利·乔治定理（又称 George-Hotelling-Vickrey 定理），在特定的理想条件下（最

优人口规模等），所有公共物品都可以用（土地）租金来融资（Arnott and Stiglitz, 1979；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87）。不过，亨利·乔治定理也可以反过来解释：人口的集聚以及

公共物品和服务创造了（土地）租金。地租的出现，源于聚集与劳动分工的经济优势，

源于特定使用者及基础设施占用特定地段的机会成本，而基础设施由社会共同投资建成。 

没有公共基础设施，聚集的优势就无法体现。甚至可以说，公共基础设施是―第四

生产要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识到了地租与公共物品之间的联系，他把地租描述成

―土地的年公共价值‖（Marshall，1920）。照此，国家可被视作―创造租金的机构‖（Harrison，

2006）——这再次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即地租的出现仅仅来源于君主的良好统治，

很自然，君主应该征收租金作为天然的收入，用以维护国家、提供公共服务(Smith, 1776)。
8君主或国家为产生租金的土地资产创造了价值——例如，公元 400 年至 1100 之间，罗

马城的土地价值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英国政府倒台，索马里军阀取而代之，伦敦的土

地价值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表 1：亨利·乔治定理（本文作者的简化版） 

国民收入 

构成  分配 

私有物品和服务  
工资（劳动力） 

利息（资本） 

公共物品及服务（固定成本）  地租（广义的土地） 

 

如果（土地）租金可以完全为公共物品融资，收益和成本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连结和

                                                             

7
 澳大利亚的社会福利机构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研究过给学生和养老金领取者提供租房补贴会让谁

受益。而多年前，温斯顿·丘吉尔（1909 年）对此评价道：“在若干年前的伦敦，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桥有

个收费站，所有住在河南面的工人为了往返工作地点，每天必须支付一便士的费用。这些穷人的很大一部

分收入就这样被抢走了。这等奇事让公众良心不安，民众发生了骚乱，市政府也深受触动。大桥解除了限

制，收费站被拆除，纳税人付了账。使用大桥的人们每周可以省下 6 便士，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河南面每

周的房租也上涨了 6 便士，刚好抵消了免掉的过桥费！” 
8
 靠国家的良好治理得到的资金最为合理。应对这笔资金征收特别的税金，或者，从这笔资金划拨出高于

其它资金的比例，以此为政府提供资金。第 V 篇第 ii 章 e 部分，第 844 页。 



对应。相反，如果地租被私有化（被土地私有者或公司占有），地租就不能为公共物品

融资。结果是，生产公共物品的成本必须转嫁给缴纳收入税和增值税的纳税人。这样，

公共物品的收益和成本便脱钩。 

减少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投资）是替代工资税和利润税的一个办法。因此，许多

西方国家基础设施老化、破败，管理不善。由于缺乏资金，公共服务难以为继，私人融

资只会按照选优的原则提供基础设施，会偏好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过度城市化，而大城市

以外的地区会出现供给不足——甚至城市基础设施也会出现供给不足。 

在几乎所有司法辖区内，按照定义，税收是对国家无条件的、强制性的无偿支付。

任何个人的对待履行（counter-performance）均无求偿权，给付（performance）与补偿

（consideration）之间并无对等。（顺便提一下，这与亚当·斯密的观点相反。亚当·斯密

认为，政府开支与大庄园的运作类似，每个租户都有义务根据他们在庄园上的利益，缴

纳相应的税款）。9 

此外，根据收入和支出的非指派原则（rule of non-assignment），税收流入了“大型公

共基金”（或综合收益基金），可以用于任何用途。政府花费资金，不一定局限于特定目

的——因此，他人（即纳税人）的资金，可以用来造福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强大、组织

良好的利益集团）。 

因此，以税收为基础的国家与收取地租的国家不同。10本质上，前者代表了收益和

成本的脱钩、收入与支出的脱钩。这种―双重脱钩‖一方面导致了避税或逃税，因为纳税

人看不到好处（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税收不同的是，纳税人能、并且会规避对动产交易

征收的税金）。另一方面，公共行政趋于造成浪费，产生对社会而言适得其反的行为。

因为用纳税人的资金可以为私人牟利，因此追求利己的目标或者实现被腐化的国家巨擘

们的私人计划就变得非常诱人。 

在私人市场上，由于存在外部效应，收益与成本的脱钩会导致市场失灵。同样，在

公共物品和国家服务市场上，国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脱钩会导致国家失灵。市场失

灵意味着有外部成本的物品生产得过多，有外部收益的物品生产得太少。国家失灵包括

草率的政客在不必要的事物上花费了太多资金（因为不是用他们自己的钱），在必要的

事物上花费太少，从而导致纳税人逃税。即使受益于国家支出的人，如果他们能找到免

费得益的任何有效途径，他们便不会支付任何费用（在所得税制度下，可减免税的支出

或持有离岸资产的制度会蚕食国内税收收入，因此常可能出现这种“免费乘车”的现象；

而在依赖土地所有权、以土地价值为基础的简单税制下，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以所得税为基础的国家，是在维护与之相匹配的产权制度，以确保经济

租金被私人占有。然而，这种脱钩的法律前提不一定是土地的绝对或永久私有产权。比

如，如果一国的公有土地租赁制度被破坏，私人租客得到了优惠租金（concessional rent），

且被允许获取来自他人的大部分市场租金——这就会牺牲公共利益。11 

这些现象都与寻租密切相关（Tullock，2005）：经济租金被实力雄厚的企业和其他

既得利益者获得，它们与政府勾结紧密（即国家被控制）。排他性的关键资产或垄断资

                                                             

9 见 Smith（1776）, 《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第 V 篇第 ii 章 b 部分，第 825 页，Oxford, 1976。

这是亚当·斯密的第一部税收方面的经典之作。 
10 土地价值税只是政府征收地租的一种形式。 

11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就是公有土地租赁制度被破坏的一个例子。堪培拉的土地承租者通过政治游说，有

权以 200 美元续租 50 年，或者以 2000 美元续租 99 年。当然，他们转租时就没有这么宽容了。攫取土地的

现象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腐败的公地租赁制度（Loehr, 2012）。 

 



产（如机场）的升值是由社会共同创造出来的，但由此产生的成本却被转嫁到缺乏组织

的群体身上（如乘客）。 

应该如何解决？收益和成本、支出和收入必须挂钩，必须重新联系起来。根据亨利·乔

治定理，土地租金可作为收入的基础，弥补提供公共品的固定成本（而不是短期边际成

本）。若向土地所有者收费，他所支付给社会的不过是社会所给予他的。这是公正的、

相互的，因为租金是公众创造的价值。这也是有效率的，因为土地所有者不能、也不会

因为对地租征收了税费而减少土地供给。相反，如果税金按照土地的价值（固定在由竞

争导致的土地市场价值）一次性征收，与土地所有者已有、或有的行为无关，土地所有

者就会有很强的动机使土地处在价值最高的最佳利用上，这可反映在土地的市场估价上。

这样，囤积土地的成本会变高，用作生产的土地其有效供给会增加。 

严格说来，土地价值税（land value tax, 本文以下统一译成地价税）并不是税，而

是国家对地租的重新获取。税收是无偿的给付，以税收为基础的国家也会允许私人占有

地租。然而，本文稍后会使用术语土地―税‖（land tax）、土地―费‖（land charge）和土地

―比例费‖（land rate）视为同义词，因为本文所引用的文献并未强调这三者和其他税种

之间的区别有本质不同。 

如果按照亨利·乔治定理，用土地租金弥补基础设施的固定成本，公共物品和服务就

可以按其短期边际成本提供给公民（如维克里设想的那样）。霍特林（1938）和维克里

（1977）认为，土地价值税或费是弥补基础设施固定成本的理想办法，向用户收取短期

边际成本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土地价值比例费是一种一次性准入费，它使人们获得了

接入基础设施网络的特权。土地所有者按照土地价值（通常被称为地段价值，因为城区

土地的价值主要归功于地段和区位）支付一定的比例，合情合理。例如，对于一个城市

街区而言，如果它不通水、无下水道、不通电，那么与存在这些服务的地段相比，前者

的价值要低得多。说基础设施准入费反映了这种价值增加的益处，不无道理。对轨道交

通而言，这个原则意味着实际上火车票只需要弥补列车的运行成本，不需要弥补其投资

成本、轨道和车站等的维护成本。 

霍特林和维克里等人意识到，仅靠收取使用费来弥补基础设施的固定成本，在经济

上是低效率的。要使企业保持国内和国际竞争力，边际成本应尽可能地低。要保证生产

成本低廉，公路和铁路的成本要低，每吨水的成本要低，每千瓦电费等也要低。只要以

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土地价值为基础征收固定的准入费，以此为基础设施网络融资，就能

将基础设施用量费或使用费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种做法是可以持续的，因为基础设

施的存在又能惠及并维持土地价值。对用量或使用收取的费用只应反映增量成本（即短

期边际成本）。 

基础设施的私人供应商常常会遇到―吃白食‖的难题，而土地或地段价值税可以克服

这一难题。举例而言，一家私营燃气公司计划将基础设施网络扩展到某个区域，它对居

民作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希望使用燃气。对每户居民而言，无论他们是否有燃气入户

的打算，回答―是‖都是有好处的。12一旦燃气管道铺设完毕，地段价值就会增加，居民

并不需要为此付费，除非他选择燃气入户。如果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有权对土地估价，让

土地所有者为其土地上的服务付费，那么，―不劳而获‖的行为就不会发生。由于不用担

心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利用不足，基础设施提供者就会敢于投资建设。 

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都用折现之后优化重置成本的方法来估计重置成本。监

管者允许私人投资者从这种名义成本（无人会假装承担过）得到一定收益，从而建立了

一个以包税制（fax farming）为基础的基础设施行业。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消费

                                                             
12 1981 年，笔者之一在一次调查中投票支持了在他居住的街道铺设燃气管道，虽然他当时已经用上了太阳

能电热水器。 



者和生产商被迫支付费用，其中涵盖了基础设施资产的回报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

前（私有化之前）已经支付过了。超出短期边际成本的基础设施收费确实具有税收的性

质。 

3. 公共财政——税收低效的根本 

经济学家以言语晦涩、常常发布坏消息著称。但是，税收理论史给了我们两点启发。 

（1） 税收政策确实很简单——只有三样东西能够课税——土地、劳动和资本，其

中只有一样不能逃跑。劳工可以要求提高工资、参加罢工、偷懒怠惰、停止生育，或者

离开本国。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可以让实物资本磨损、损耗；企业利润可以通过创造性的

会计行为等方式被隐藏或掩盖；而金融资本能够藏匿或逃遁到别国。相比之下，土地不

能逃跑，它就在那里，众目昭彰。人们甚至可以用谷歌挨个街区进行搜索。 

（2） 由于土地不能逃跑，把税收从劳动和资本转移到土地上，就会得到额外的收

益。向土地价值课税后，以土地价值计算的税基不会缩水——而会变得更大！在经济学

里，“免费午餐”是存在的。 

为什么向土地价值课税会得到额外的收益呢？ 

（1） 首先，土地价值是由土地需求决定的——这种需求源自希望使用土地的劳动

和资本。若对劳动和资本减税，二者的净回报率提高，劳动力供给和资本投资就会增加。

但是，劳动和资本需要在土地上运作。因此，它们会抬高土地的价格。土地的潜在价值

上升，相应地，税基也会扩大。 

（2） 其次，用土地收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如与土地相关的桥梁、道路、燃气、

水、电和电信网络，土地就会使得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土地的经济价值就会进

一步增加。（有些国家让用户直接承担全部的费用来为基础设施融资。与这些国家相比，

利用地租为基础设施融资能获得竞争上的优势。收取高额的基础设施使用费与征收国内

关税一样，会阻碍生产和商业活动。这类似于中世纪的强盗贵族，他们曾在莱茵河畔的

每个河弯向商人们征税，从而阻碍了贸易的发展。） 

（3） 第三，向土地价值征税，会挤出土地市场价格的投机成分。政府收购土地、

建设生产性公共工程（如道路）的成本因此而降低。同样，土地价值税会使工业、农民，

以及其他希望土地物尽其用的人，更容易获得土地。指望靠闲置土地、敲诈社会而不劳

而获的土地所有者将不再获得报偿。 

如果仔细想想的话，这确实很神奇——有一种税不仅不会破坏繁荣，反而会促进繁

荣。真正的经济学根本不是一门悲观的科学。 

阐明了应当牢记的要点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头从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角度来

审视税收。 

 

税收的重要性 

征税权具有毁灭性力量。人们通常认为，罗马帝国后期税政的日益暴虐是导致帝国

衰落、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相反，明智的税政会成为繁荣的引擎。20 世纪 60 年代，

很少有人会预料到，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生活水平会超越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时的香港

是一个乞丐在门廊过夜、西方游客购买便宜货的地方。在不到 45 年里，欧洲和世界的

政治、经济和人口图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大一部分变化是由税收制度的变动或趋势引

起的，这些变化无处不在却又鲜为人知。 

世间并无永恒之事，但人类的愚蠢除外。在这个大多数国家都按照有逻辑缺陷的经

济理论运行的世界上，如果一个国家能认清取得公共收入的问题本质，它就能迅速超越



邻国。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使一个国家陷入贫困：贫穷或富有的选择权掌握在每个

国家自己手中。 

至于税收问题，可以采用非常简单的表述。 

若没有税收，政府什么也做不了。事实上，没有税收，就没有公民社会，国家最终

将成为军阀或寡头的玩物。举例来说，普京为自己定下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俄罗

斯的财政收入，使国家具备有效政府的一些表象。如果雇不起士兵或警察，对权力的控

制便朝不保夕，罗马皇帝的频繁更迭就可为证。因此，政府必须有钱，并不是因为金块、

银块、分币、塑料卡或纸币本身是目的，而是因为它们是交换媒介，可以用来购买由军

人、警察、公务员、医生、教师提供的服务，支付报酬给桥梁、公路、铁路以及促成高

效生产的其他市政工程的建造者。 

政府要筹集资金，可以印刷钞票、借债、出租资产、出售资产、盗窃资财、征收税

款（有人认为，后两个办法实质上相同）。 

政府发现，借债具有局限性，因为政府会转而印刷钞票，导致货币的内部或外部价

值下降，最终引发显性或隐性的赖债。 

19 世纪，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并没有多少税收。政府只是出售土地给移居者。几十年

间，殖民地的国库都靠出售公有土地（Crown land）维持。到 19 世纪 80 年代，政府已

经无地可卖，才逐步转向税收。与之类似，从 1980 年起，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国

家和州政府靠出售资产填补预算，出售的资产包括银行、保险公司、邮政和电信机构，

甚至公路或铁路。 

但是，出售资产必然有个终点。此外，如果出售的资产是垄断企业，如机场或港口，

就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最终，这将把战略性垄断土地资产送入贪婪的垄断者及其

金融家口中。例如，如果将北京的机场私有化，机场的所有者就能对进出北京的大多数

商用运输课税。出售垄断企业就类似于出售私有化的税收系统。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将

盐税的垄断权卖给金融家和包税者(tax farmer)的做法类似。 

亚当·斯密（1776）指出，政府并不需要筹集税金，有些政府已经靠土地收入持续为

生。当今的阿拉伯国家靠石油收入过活，挪威则有庞大的石油基金。同样，中世纪的统

治者也曾靠封建土地的租金过活。在十九世纪，明治时期的日本正是靠土地税为工业化

提供了资金。因此，土地一直是许多国家成功的财政收入制度的关键。 

 

地价税的经济观点 

     

    税而不失乐，爱而不失智，非人能为之。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74） 

 

埃德蒙·伯克的冷静思考提醒人们，任何税制改革都有赢家和输家。虽然改革现有税

制可能比引入新税种更困难，但它也有优点：废除或削减已有税种所取悦的人可能要多

于引入新税种所得罪的人。 

只要经济上的变化能够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就有可能产生甚至确保赢家的收益超过

输家的损失。―免费午餐‖是存在的。 

在税制改革中，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引入或增加的税种比减少或取消的税种更有效

率。各个税种的效率各不相同。很多税种早已销声匿迹――18 世纪英国的窗户税

（window tax）就是一例。 

税收有效率的基本原则是它能筹集到所需的收入，但不会扭曲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决



策。 

税收应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法律上都不能规避。实际执行行为的改变或者对数字、

文字的操纵都应无法改变纳税义务。能靠经济对策（如延迟交易）或法律对策（如间接

地改变所有权）避免或延迟的税种，都是无效的，转让税便是一例。 

1990 年 11 月 7 日，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弗

兰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内的三十名美

国杰出经济学家，致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并敦促说，在向市场

经济转轨时，苏联应从土地获得收入。这些经济学家写道： 

“重要的是，地租应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应由政府保留。实行市场经

济的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虽然以税收的形式收取了一些地租，但他们实际征收的

要比能够征收的地租少得多，因此，他们大量收取本可不必收取的、阻碍经济

发展的税——对收入、销售和资本价值征税。……土地价值的一部分来自于社

会增长和公共服务供应的增加，这部分价值是最为合理的、可为公共服务融资

的收入来源；而公共服务又会增加周边土地的租赁价值。这些公共服务包括道

路、城市交通网络、公园、以及电力、电话、水、下水道这类公用事业网络。”13 

 

税收与租金 

对资本和劳动征税都会造成扭曲——这会抑制经济中的要素供给，产生无谓损失。

诚然，对劳动和资本课税并无不可，但会在这两个生产要素的毛利和净回报之间产生一

个―税收楔子‖，给整个经济的要素供给带来不利影响。当劳动力雇佣成本为每小时 1 美

元时，会有一些生产活动开展；若税收使得劳动力雇佣成本变成了每小时 1.50 美元，这

些活动就会停止。如果雇主把 50 美分的税负转嫁给劳工，劳工就会转向不必缴税的其

他活动，例如去免税的蔬果园工作，而不是为每小时 50 美分工作。于是，将劳动力用

在税后生产力较低的地方，会比将劳动力用在税前生产力较高的地方更为优越。这样一

来，对劳动力和资本课税就产生了无谓损失（也称为超额负担）。 

最终，税收会减少地租——即社会盈余。Gaffney（2009，第 376 页）用―EBCOR‖

一词，即源于租金的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 comes out of rent），描述了经济活动令人

沮丧的一面：税收导致 GDP 和国民收入显著下降，下降的程度因法律的不同而不同。

这意味着，GDP 的―蛋糕‖变小了。14第二个效应是―ATCOR‖（Gaffney, 2009，第 370 页），

即一切税收皆来自地租（all tax comes out of land rent）。也就是说，一切税收的支付源于

盈余，但是因为税收的缘故，盈余减少。另一方面，对劳动或资本的征税减少并不意味

着税基会变小。减税意味着地租和土地价值会提高，通过征收土地价值税（将租金收归

公用），就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这点很容易从对建筑物征税看出。若免除建筑物的

税负，提高其所占土地的税负，我们仍在对同一房地产征税；但征税的方式改变了、也

更好了，这会促进社会总价值的最大化。 

这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税收政策处方的致命缺陷。 

 

收入和消费：并非最终的税基 

提及―收入‖税或―消费‖税时，若把二者作为租金、工资和利润这三个原始税基之外

                                                             
13 Nicolaus Tideman 等 (1990)， 《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11月 7日，网址是 http://en.wikisource. 

org/wiki/Open_letter_to_Mikhail_Gorbachev_(1990)。 

14
 设想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对地租的税率为 100%，对工资和利润的税率为 0%；另一个国家对地租的税

率为 0%，对工资和利润则收取 100%的税。它们的税基会发生什么变化？ 

 



的独立税基，就犯了根本性的概念错误。对消费普遍征收比例税其实是对没有存储的土

地收入、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课征的。对收入普遍征收所得税则是对土地收入、劳动收

入和资本收入三部分征税。公司税则是对公司积累的土地收益、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股

东也由此积累了收益）课征的。 

不幸的是，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在谈到―资本收入‖时，都认为它包含了得自土地和

资本的收入。而他们在提及―收入‖税和―消费‖税时，认为二者的课征对象是分开的、不

同的。 

 

对经济租金的征税是非扭曲性的定额税 

对资本和劳动力课税都会产生扭曲——抑制经济中的要素供给。只要供给会作出反

应（即要素退出），就会产生经济扭曲。只要有扭曲，就会有“无谓损失”，产生“双输”

的局面。本来愿意辛勤工作、大量投资的人会因税收而偷懒怠工、减少投资，使境况变

得更糟。被放弃的经济活动会使国库损失税金。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供给都不是固定的

（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迁移、生育力、工作努力程度、对可再生物品的储蓄和投资），

因此，对劳动和资本的任何课税都会造成扭曲。 

请注意，对缺乏弹性的商品或服务征收所谓的非扭曲性税收，也会造成扭曲。这是

为何？对商品或服务课税就是对购入商品和服务的要素收入课税。因此，若某种物品的

需求缺乏弹性，对其课征―非扭曲性‖税收，其效果就如同对劳动收入课征人头税

（poll/head tax），造成一系列扭曲性影响，如工资调整要求（wage demand，即由工会代

表向公司管理层提出的工资水平——译者注）。归根结底，要素供给缺乏弹性是关键，

商品和服务需求缺乏弹性则不是。 

一切税收都是扭曲性的，但经济租金税除外。每年征收的土地价值税，就是一种经

济租金税。 

经济学家们认为，定额税（lump sum tax）是唯一有效率的税种，因为纳税人除了

支付税金，别无选择。无论他做什么，都不能够消除纳税义务。在教科书中，定额税通

常被描述成纳税人必须支付的、数额固定的一笔钱（即与收入或资产无关）。但这只是

定额税的一个例子，定额税的思想要比这略微宽泛。 

定额税的本质思想是纳税义务不随纳税人的行为改变而变化。例如，对土地征收的

税或费随土地市场价值而变动，但我本人并不能采取行动来改变未改良土地的市场估价。

因此，对我的未改良土地征收的税或费是一种有效率的定额税。我无论怎么做也不能逃

避税金，也不能改变税金的数额，哪怕破产也无济于事。纳税义务由外力确定，若不缴

税，就会对土地采取强制措施。 

 

无法逃税 

有人认为，出售土地能够转嫁地价税。这是不对的。土地的买家知道，土地每年都

会产生相应的纳税义务。若卖方希望逃税，那么，买方支付给卖方的价格必须折价，以

反映土地每年产生的税负。税收被资本化或摊销到了土地的市价之中，造成土地市价减

少。 

对于纯粹的土地价值税而言，这个性质独一无二。一旦开征，这种税就会与被课税

的土地相依附，变更土地的所有权也不能逃税。 

这是因为，任何逃税的意图都会给卖家造成一次性的亏损。若买方同意土地继续承

担税负，他就不用缴税——无论当时还是将来。在这个意义上，若土地税为人所知、已

被证实、被预期到，它就成了一种―无负担税‖（burdenless tax）。购买了土地的每个人，

在购买时都已了解、考虑到了土地税，即使未来的每个买家也都了解、考虑到了土地税。



这种土地税负担与转租房子的租金负担相似，当人们购买租赁权时，知道必须向最初的

房东（head landlord）支付租金。这样，从前一任房客接手租约时，人们就会考虑到租

金。 

地价税被资本化的事实说明它不会造成扭曲：地价税被资本化，正是因为人们无法

逃税，无论土地所有者是谁，土地税都与土地相依附。 

另一种表述是：对土地价值征收的税金，等于国家代表社会再次认定土地所有权，

而土地价值税不过是国家保留的应收取的土地租金。 

 

土地税无法转嫁给承租人 

既然出售土地不能转嫁或逃避土地税，有些人就会问，虽然土地税不能避免，但是

否可以将它转移到承租人和租户身上呢？ 

有时，这个观点被（商界人士，而不是经济学家）这样表述：土地价值税可以转嫁

给租户，从而化为额外的生产费用。因此，人们认为地价税会抑制商业活动。例如，土

地的出租人要求承租人支付所有的税款和费用，包括地价税。 

但是，长期来看，土地税的归属是土地所有者（包括支付固定租金的长期承租人）。

短期来看，土地税的增加可能被转嫁给承租人，但当租赁合同重新谈判签订时土地税就

无法继续转嫁给承租人了。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弄清楚土地价值代表了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土地价值指的是土

地应得的租金流。未来的租金数额代表了增加的回报，它是资本或劳动利用这块土地可

以获得的、超出正常水平的回报。 

租户愿意支付租金给土地所有者是因为使用这块土地他的生产力会比在其他地块

更高（例如，经过此地的客户更多）。假设长期中，土地所有者强迫租户缴纳额外的地

租。按照定义，租户的劳动和资本收益不再超出其他地方的正常水平。因此从长期来看，

租户会退出，寻求其它土地继续勤勉经营。 

有人会说，租户不会离开，因为利用其他地块时，租户也必须缴纳土地价值税。不

过，价值更低的土地总是存在。租客可以搬到那里，即使房东转嫁税金，租客的纳税义

务也要轻一些。因此，与土地所有者不同的是，租户可以迁移到价值较低的土地上，以

此减少或消除土地所有者企图转嫁给他的税金。租客能为了避税而迁移，但土地所有者

既不能转移土地，也不能改变土地的市场价值。 

有人断言，长期来看土地税可以转嫁给租客。换言之，他们实际上是说，土地所有

者太过愚蠢，没能一开始就从租客身上榨取最大化的租金。只有如此表述这一命题，才

能发现它的谬误。 

在短期内，土地税负的增加可以转移给租户。若无明确的法律授权（有时由税法所

定），合同义务不能随意终止或更改。对于长期的固定租约，如租金固定的三十年期土

地租用权，合同或会强迫租客承担土地所有者应当负担的土地税。租客可以将土地转租

给其他短期租户。这样，租客就会与土地所有者共同负担土地税，因为他会从短租户那

里获得租金。在这种情况下，长租户确实与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类似。  

从长期来看，土地税为何不能转嫁给租户？弄清这一点的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实际

生产成本的概念。对土地课税的原因与购买土地的原因一样——不能“印刷”出更多的

土地。土地的供给固定，土地的创造者并不收取费用。与劳动和资本不同的是，土地的

生产不涉及人力成本。因此，土地的价值不来源于土地的生产成本，而来源于对其稀缺

价值的竞争。土地的价值由土地需求决定，除此之外，别无其它。 

产出需要资本和劳动，超过资本和劳动报酬的产出会流向土地所有者。潜在的土地

使用者会竞相出价，直到他们使用土地进行生产，在除掉劳动和资本成本后，还能得到



盈余。 

租金由需求决定，不由实际生产成本决定。由衰退时期空荡荡的商铺可见一斑：无

论在中央商务区还是其它地方，土地所有者只能降低租金，或任由房屋空置。这种现象

表明，土地所有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增加租金——如果可以，他们早就提高租金了。 

 

地价税：有效边际税率为零 

地价税无法规避，因此，它的有效边际税率为零。显然，地价税不会影响工作或储

蓄的边际回报。这意味着，用地价税为全体社会支出融资是唯一有效的做法。在这种情

况下，等价边际税率（equivalent marginal tax rate，EMTR）为零，原因是劳动收入不存

在有效税率，社会保障金也不降低收入。若税费与社会保障资格限制相互叠加，等价边

际税率就会非常高。举例而言，假设你的所得税税率为 26％；如果你挣得额外的 2,000

美元，你就失去 1,000 元的社会保险的好处，那么，等价边际税率就是 76％（如果还要

支付社保费，EMTR 会更高）。然而，被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忽视的是，在欧洲等地，

资本和劳动的真实有效边际税率要比通常所说的高得多。假设与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险费

率为 15%相对应的雇员边际所得税税率为 35％，若再加上 20％的增值税，雇员的真实

边际税率就会达到 55％。如此，欧元区的失业率、生产力之殇，并不出人意料。 

 

改用地价税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对于忙碌的决策者、立法者和政府部长，税收理论的抽象讨论提不起他们的兴趣。

更有趣的是去看－看在实践中，用土地税或土地收入来维持其它税种的低税率时发生了

什么。香港的例子说明，土地收入有助于维持工资和利润税的低税率，以此推动了该地

区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长久以来，香港凭借官地批租制，靠土地收入维持了低税率。

这可以追溯到阿伯登勋爵（Lord Aberdeen）给香港第一任总督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的建议: ―若建立免税口岸，推行自由贸易之安排以鼓励外国人进入，以此建

立一大型商业转口口岸，届时土地增加之价值可期，大英政府当以此为慰。‖（Rabushka, 

1979，第 62—63 页）。不过，香港的案例远不是完美的蓝本。目前，土地租约的价值尚

未重新评估，大部分增加的地价和地租进了私人的腰包。由于未对每年的地租课税，土

地的公共收入并不足以阻止新税种的引入。香港忘掉了她繁荣的根源。 

 

国际税收竞争和非流动税基 

在一国之内，州、省或市之间会产生税收竞争。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也越来越频繁。

例如，澳大利亚股票交易印花税减少的压力就来自于香港。由于海外上市的澳大利亚公

司和澳大利亚民众能够投资海外公司股票，或使用海外银行，澳大利亚对金融交易课税

的能力减弱了——买家可以在境外证券交易所购买股票，逃避本国的转让税。 

随着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日益提高，原本对它们课征税金的税收负担被转移——劳

动和资本实际及形式上的供给弹性不断增加，这引发了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上发现，目

前只存在三种生产要素——其中两种可以流动——这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政治

意义和经济意义。 

金融税和金融资本税是对流动性最高的经济活动课税，因此应该避免。相比之下，

土地价值税不受国际税收筹划的影响，它能确保非居民向国库缴纳税金。非居民不缴纳

增值税，他们往往可以利用来源原则（source rule）或税收协定来降低应缴纳的所得税。

但是，如果非居民使用了该国的设施，就不能逃避土地价值税。 

为了应对税收竞争，经合组织（OECD）通过国际协商，禁止税收竞争，鼓励所得

税和增值税（这适合欧洲国家）。为此，经合组织推广―多边‖信息交流（更确切地说，



是妥协），以帮助西方国家对本国居民的境外收入征税。若开征土地价值税，对非流动

要素课税，那么，经合组织的典型做法就无关紧要——征收土地价值税的国家不必惧怕

税收竞争，也没有理由参与经合组织协作，而别国的愚蠢做法会将投资引向这些国家，

使之从中受益。例如，中国有必要帮助美国、英国、德国或法国征收它们在中国的投资

利润税吗？一国无需放弃主权，它可以用主权保障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成为资本输

出国的税吏。无论是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投资‖，还是―税收‖协定，国家万不可放

弃土地这一税基，否则，该国向外国人收取地租的权力就会削弱。 

 

谁最终承担了地价税？ 

土地税由谁负担，值得详细考虑。 

对土地开征单独的新税种，等同于政府宣告要收取大部分地租。这样一来，土地的

市场价值就会下降。政府收取的租金多了，私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租金就少了。当然，

土地的真实经济租金保持不变，但是，私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部分少了。土地市场价值

的下跌反映了私人租金份额的下降。在静态情况下，用V 表示土地的私有市场价值， 'V

是土地的税后私人市场价值，R 是年租金，i 是利率，t 是土地价值税的税率： 

  
 

 
   税前, 

   
  

   
  税后。 

土地的公共价值 T 由下式给出 

  
  

   
， 

以及 

      ， 

即是说，土地的公共市场价值和私人市场价值之和等于其经济价值。相对于利率 i，税

率 t 越高，国家代表其国民作为最终的所有者能够主张的权利就越多。开征土地税会导

致私人土地价值下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组明确的输家。但从政府的角度看，若土

地税确实能减缓土地价值投机或降低土地私人市场价值，它就有益。例如，收回土地用

作公共工程的成本降低了，这是一种好处。土地价值税不仅提高了财政收入，也降低了

财政部门必要时重建公路、铁路或其它公共基础设施的成本。 

还可以证明，地价税的增加将提高不事生产而囤有土地的成本。这可以挤走非生产

性的投机活动，迫使投机商将土地用于开发，重新有效分配闲置土地，而不纯粹地霸占

土地。若不然，投机商就无法如期偿还地价税即保有土地的费用。 

这对就业和经济活动也有重大意义，尤其是考虑到大量的虚拟信贷都押在不断膨胀

的房地产泡沫上。2008 年金融市场的崩溃与自我延续的循环直接相关，宽松的信贷政策

抬高了未来租金的资本化价值，推高了地价；而地价的上涨，又使未来的借贷买卖活动

的抵押品增多。这个过程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除非容忍货币供给的任意扩张带来的整

个货币体系的混乱。靠放松银根来使土地价格再度膨胀，并不能刺激生产性的商贸活动，

只会让泡沫和萧条重演。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支持从土地转让税转向土地保有税，并用优雅的文字表述了他

的观点（Mill，1848，第 5 篇第 5 章第 1 节）。他写道： 

“一切妨碍土地或其它生产工具出售的税种，都应受到谴责。这种出售自

然而然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不论卖家出于必要还是选择，他都有可能未将土

地用在生产力最高的地方，或因为缺乏手段，或因为缺乏能力。另一方面，买



主并无贫困之累，通常而言，他们既有改进土地之倾向，亦有改进土地之能力。

同其他人相比，土地对他们更有价值，他们很可能开出最高的价码。因此，与

此类契约相关的一切税收，以及一切困难及费用，必然有害；特别对土地而

言……应为土地流转提供极大的便利，使土地以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兼并或

分拆……一切土地和房产之转让税都应废除；迄至今日，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而

收取租金，但土地所有者的任何保留权利，都不能使之免缴租金。因此，应根

据各种税金的平均数额，设立按年征收的等价税种，并以土地税的形式，将之

摊入土地。” 

穆勒的观点意味着，应当避免对土地销售课征交易税；财政收入的来源应该是针对

土地保有的中性的土地价值税，而非土地转让税。 

为了产生最为丰厚的红利，应该削减哪个税种？从其它税种转向土地价值税，有可

能会造成―双赢‖的局面。认识了这一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该首先削减哪个税种。

请记住如下基本原则：一切税收最终都落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上。因此，初步的答案

是，应首先削减对流动性最高的活动课征的税种。 

金融资本能以电子形式流动，但劳动的流动性没有金融资本那么强。对金融交易等

流动性强的交易课征的税，是应当首先被废除的候选税种之一。对于可自由迁移的活动，

废除相关税种造成的收入损失很有可能被其它收入的相应增加所抵消。 

土地价值反映了所有的空间上的正的和负的外部性。土地价值是政府服务或基础设

施所赋予的，而按土地价值征收的税费是重新收回这些好处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靠土地价值税费来削减其他税收，可以抵消对土地所有者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样，

将土地税费用于给土地提供好处（如基础设施），也是如此。 

这可由英文单词―费‖（rate）的起源说明。最初，―费‖背后的思想是让土地所有者按

比例（pro rata）缴纳费用以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造福社会——例如水坝、道路或桥梁。

比例费往往由土地所有者们根据他们的集体利益投票决定。今天也能见到类似的现象：

城市或农业合作社向会员按比例收费，以此建设道路或围堰等。 

由于地段租金反映了空间外部性（人们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外部性均可认为是空间性

的），土地价值比例费（land value rating）既能收回空间正外部性的好处，也能对空间负

外部性提供补偿。15 

当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供水、污水处理等，并用由地段价值产生的

地价税进行支付时，政府的行为就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的做法如出一辙。地价税通过

提供有益的基础设施来为土地服务，这不会给土地所有者造成负面影响——实际上会带

来正面的影响。事实上，就如 Brennan（1971）指出，澳大利亚建都堪培拉的最初构想

是，产生的土地价值可以弥补联邦新首都的成本，但不会让旁观的投机者富起来。从长

远来看，为公共工程付费不一定要征税，堪培拉市将自给自足，其收入来源于澳联邦政

府（即土地所有者）积累的土地租金；政府将土地租给了企业和居民，使他们享受到了

城市开发所建的各种设施。 

亚当·斯密指出，符合最大公共利益的项目，即使对个人而言不值得，也最好由政府

来承担。土地和基础设施即是如此。划分土地所有权之后，单个土地所有者会发现，为

重大基础设施付费并不符合其利益，哪怕这符合集体的利益。 

地价税能阻止有害的投机和房地产泡沫。土地价值和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到公共利益。公众和央行官员自然希望放松信贷，保持就业和产业的蓬勃发展。放松信

贷还意味着可以用地租作为抵押贷出资金，地租的资本化价值会更高。 

因此，鼓励商品和服务生产与充分就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将资产价格（实际上

                                                             
15

 由于 land value rating 和 land value taxation 含义很相近，本文以下统一翻译成“地价税”。――译者注 



是土地价格）的上涨变成泡沫；而将土地用作生产用途的切实想法会被“资本利得”的投

机幻想给压倒从而催生泡沫。这种状态永远不会稳定，崩溃的到来不可避免。不幸的是，

崩溃意味着劳动和资本无法投入到生产性的用途，因为信贷资金的撤离抑制了商业活动。 

地价税的一个优点是它能挤出有害的投机。它确保了土地购买者去计算成本。购买

者必须仔细考虑当前和预期的土地用途，确保能够弥补保有土地的费用，即地价税。因

此，地价税能够防止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地价税迫使土地所有者要么使用土地，

要么放弃土地。它迫使土地所有者持续地监督土地使用规划，鼓励他们向市场提供土地，

从而使劳动和资本可以利用土地。很自然，这也促进充分就业。 

 

地价税与竞争 

Kirzner（1978）指出，只有优质自然资源的获得具有选择性时，垄断和反竞争行为

才会出现。获得土地，不论是地皮、矿物质，还是电磁频谱，将产生在位者优势

（incumbency advantage）。基于―先到先得‖的土地产权制度意味着未来各代人无法得到

同等条件下第一代人已经得到的优质自然资源。这对竞争政策造成影响。如果有些市场

参与者一开始就能够优先获得生产必需的自然资源，怎能指望这个市场是竞争市场呢？

举例而言，拥有大量优越地段的零售商，可以靠几乎不加伪饰的掠夺性定价在边际上击

败新的进入者（Dwyer and Larkin, 1993）。 

地价税的一个不易察觉的优点是，它不仅能挤出有害的投机，还能挤出垄断优势。

按当前的市场价值对自然资源收费，会给寡头或垄断者一点压力，防止他们保有土地而

不事生产，或者低度利用土地、指望能从下游产品市场上获得垄断优势。地价税反映的

不是寡头或垄断者在土地上获得的实际回报，而是他能够获得的回报。如果他力图享受

―最丰厚的垄断利润、安逸的生活‖
16，依靠现有土地使用者支付的租金来削弱竞争，他

会发现，这并不改变土地或地皮价值对应的纳税责任。这个例子又一次说明，地价税会

促使资源配置在价值最高的最佳用途上，打击无效率地保有资源的行为。地价税这种不

易观察的优点以及由它提高的效率，能够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以平等地位获得资源——这

是竞争政策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 

4．社会因素：资源获得与分配 

在西方国家，手工艺者的收费不菲，而公司由于缺乏员工，提供的服务相当糟糕。

曾经或正在西方国家居住的人，对此深有感触。很大程度上，这是由高昂的非工资劳动

成本（如社会保险费）引起的。平均而言，欧盟的非工资劳动成本占到了工资总额的 30％

以上。把增值税、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加在一起，有效边际税率很容易超过 50％

——而在某些国家，甚至平均税率也突破了 50％。 

高昂的非工资劳动成本产生劳动税楔子。劳动成本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尽管

公司试图用资本代替劳动，但很多商品（尤其是服务），要么消费者买不起，要么买完

之后剩余的净工资太低，难以度日（如美发行业的工作）。西方政客希望通过削减社会

保障网络来降低非工资劳动成本，但是，组织不力的群体又一次成了牺牲品。相反，收

取地租是个不错的机制，它既能降低非工资的劳动成本，又不会造成上面提到的后果。

劳动税（如增值税、所得税、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费）会产生税收楔子，降低人们的

生活水平，降低劳工的国际竞争力。而将课税对象从劳动转移到地租或地价上，则不会

产生税收楔子。 

                                                             
16 语出希克斯(Hicks)，原文是 The best of all monopoly profits is a quiet life。——译者注 



如上所述，西方国家的主要税收支柱是工资税和增值税。这种税制保护了（似乎是

不知不觉的）私有化的土地租金。前面提到，杰克付了两次税：首先，他直接向房东支

付了地租；其次，他向国家支付了税金，目的是增加房东土地资产的价值。因此，西方

国家的税制是累退的（regressive），对有钱有权的人有利——更重要的是，这削弱了国

家对抗有势者的能力，就如罗马帝国晚期一样，它因迎合了持有低税或免税的大庄园

（latifundia）的贵族而失去了财政基础，无力保护和治理帝国。在以税收为基础的国家，

脱钩原理引发了自下而上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损害了国家的财政和物质实力。相反，

对地租（或土地价值）收费则是个明智的公共政策措施，它能使作为公共物品受益人的

土地所有者为他们的实际得益付费，而低收入的工人和农民付税能力低甚至无力付税，

其税负则可去掉。 

土地的价值可以粗略地将未来的地租折现算出。对私人而言，若全部地租被充入国

库，土地的市场价值就为零（虽然土地的真实价值实际上会增加）。土地就被去资本化

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就不太可能成为私人资产所有权或投机的对象了）。这意味

着，私人（尤其是年轻家庭）以及新的公司更容易获得土地，因为以租赁或非股权形式

得到的土地，能让人负担得起。占优势的将是那些能使土地处于最佳利用状态的人，而

不是因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或―先来先得‖的先发优势而得到土地的人。 

如果按照最高最佳利用原则征收地租，土地的使用者就会想方设法，使土地处于最

高最佳利用状态。但在今天，土地这种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率往往不高。举例来说，土地

因为投机动机而被囤积了起来。即使土地闲置不用或利用不足，投机者的土地保有成本

也不高。这意味着土地有效供给的减少——以及稀缺性的增加。稀缺性增加意味着当这

些土地被开发利用时，收取的租金会增加。这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比如，由于获得土

地更加困难了，年轻家庭将买不起住房。 

虽然土地的私有化市场价值可能为零，但地租并没有消失——它被国家和社会收回，

而国家和社会是其价值的来源，土地私有者则不是。现在，土地使用者只需缴纳一次费

用。他们不再向土地私有者付费，而是将租金交给国库。社会支出和改良措施不断提高

土地的价值，需要支付的租金也随之增加。然而，租金随时间的变化与年轻家庭或公司

生命周期里的收益一致。对于家庭而言，婚后的收入较低。如果没有国家每年征收地租

的制度，家庭需按私有化的土地价值来贷款购房，加上孩子年幼，家庭的经济负担会很

重。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加，收入上升，家庭赡养负担减轻。但是，若地租被私有化，在

生命周期中，家庭的经济能力与经济负担会朝反向移动。国家作为土地的最终所有者，

若能以租金代替税收作为国家收入，就能使工薪家庭的付税能力和其经济实力和支付能

力更加合理地匹配。 

根据亨利·乔治定理，在一定条件下（如最优人口规模），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固定成

本可以用地租支付，而短期边际成本则可由使用者的使用费来弥补。若自然资源或其它

有益禀赋的租金产生了公共收入盈余，国家就可以通过社会红利，将这种租金重新分配

给公众。挪威和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都采用了这种再分配机制。 

    若基础设施项目的沉没资本投资较高，若按短期边际成本收取较低的费用（但在经

济上是有效率的），就会产生―接入成本亏损‖（access deficit）。相比提高使用费、使之高

于短期边际成本，以此弥补―接入成本亏损‖的做法，从土地收取税费来弥补基础设施的

固定资本成本（即沉没成本――译者注）要更为有效（参见 Hotelling, 1938; Vickrey, 1977; 

Kanemoto, 1984）。对于高速列车这样的基础设施，如果靠客票销售来弥补全部成本，包

括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而不是对受益的土地收费，施加给乘客的使用成本就会太高，

就会使客流减少，弄巧成拙。高速列车就会成为制造亏损的无用摆设（white elephant）。

基础设施定价过高，会导致使用率暴跌，引起亏损（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的供水系统便是



如此）。这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因为公共资产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而―使用费‖成

了对生产或工资课征的另一种税负。 

5．国家的作用 

国家可被简单视作共同财富的中立受托人。如此，若国家以该国全部资源之主权拥

有者的身份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它就必须站在中立的角度，权衡、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

间的利害关系，以造福整个国家。这是强国的体现，即强国的利益高于其公民的特殊利

益。强国不会干预——或无需干预——经济博弈（Eucken, 1990）。它只需设定经济博弈

的规则，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关心无法照料自己的公民，同时收取地租为市场提供

各种公共设施。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天然模式：共同资源被保留起来公有，

并按市场价格收费，以此来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福利。 

然而，本文已经表明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西方国家对公众创造的地

租的私有化进行保护，且将税负推给了工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欧元区的普遍不满）。

此外，西方国家往往对土地规划存在偏见，偏袒强大、组织良好的压力团体。例如，土

地开发商可以得到大部分地租和土地的增值，这些地租和土地增值通常是由于土地利用

规划的变更带来的。与此同时，成本（基础设施成本以及其它产生土地价值的支出和机

会成本）会被推给组织不强的群体。为了得到这份免费午餐，开发商有很强的动机去搞

定规划部门。被控制的规划部门便不再是个中立部门。不止如此，被控制的国家是弱国。

一百多年前，由强国推行的―中立规划‖（neutral planning），曾是德国土地改革运动的一

个重要概念。不幸的是，这个概念现在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此外，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中立，它们的利益与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的既得利

益一致。例如，不少西方城市缺少收入。它们试图通过吸引工业和居民来增加税收。但

是，这往往会牺牲农业用地、公共空间来支持新开发建设。结果是，城市无序扩张、农

田减少。如果规划的结果与他们有直接、狭隘的利益联系，那么，城市便不能作为共同

财富的中立受托人。如果城市 A 与一名投资者商讨成立新零售企业，该投资者也能同时

与城市 B 和城市 C 商讨。如果竞争意味着各个城市最终会为私有利益妥协而放弃公共

土地价值，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以牺牲共同财富为代价的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精明的市

政府应对土地价值征税，对各种服务保持低成本和低收费，以此来吸引所有外来者，而

不只是几个希望得到特殊优惠的大投资者。 

6．结论 

就公共物品融资而言，西方国家并不是值得中国仿效的好蓝本。在历史上，中国曾

有独特的机遇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财政体系。中国可以回顾本国历史，走自己的路，正

如孙中山先生设想的那样。而西方国家可能会重新向中国学习——而不是相反。俄罗斯

私有化公有资产的经验说明，若一国不能保证自然资源（如土地和地租）被国家占有，

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如果按市场价格将公共资产

租给企业家，而不是卖掉或直接送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税收竞争力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就能良好地运行（并且会比完全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得更有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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